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迁徙是古代北方游牧部族、部落常见活动，史籍中相关记载屡见不鲜，从中既可见随寒暑季 

节交替而行的游牧迁徙，①又可看到自然灾害、草场纠纷、部落内讧、战争等经济、政治因素所 

致各种迁徙活动。前者为生息于北方之民，顺应时节变化、有序利用 自然资源的基本生产实践活 

动，后者则是部族、部落为生存 ，在特定情况下采取的一种应对措施。二者既有联系，又有区 

别。后一种迁徙活动往往对部族、部落自身及周边地区的影响较大，是本文关注的主要对象。文 

中所述迁徙活动，即指这一层面的涵义。本文考察范围限于汉唐时期北方游牧部族、部落，试图 

在考察和总结汉唐时期北方游牧部族、部落迁徙活动的基础上，反映 《魏书 ·序纪》在相关问 

题研究中的特殊价值。 

一

、 史籍所见汉唐时期北方游牧部族、部落的迁徙活动 

见诸史乘之汉唐北方游牧部族、部落名目繁多，且相关记载多寡不一。总的来说，关于匈 

奴、鲜卑、柔然、突厥、回鹘等曾一度称霸草原者的记述相对多，对其他部族、部落的记录较 

少；记载内容详于诸族兴衰起伏，而略于其兴起之前的活动。史籍中关于北方游牧部族、部落记 

载的这种不平衡性和局限性，决定了本文考察的对象是以上述诸族为主，而以其他部族、部落为 

辅；所述迁徙活动，主要基于对诸族兴衰过程种种活动的考察。 

纵观匈奴、柔然、突厥、回鹘等部族、部落发展历程，不难发现，诸族几乎都经历了进驻漠 

北草原腹地，迅速崛起，进而西向扩张的迁徙；以及在衰微时期迁离漠北草原，或南下，或西走 

① 例如，《魏书》卷一。三 《蠕蠕传》 (中华书局，1974年，第2289页)关于柔然 “冬则徙度漠南，夏则还 

居漠北”的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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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活动。① 其间，又可见与部落聚散离合相伴而行的规模大小不一的这种迁入、迁离漠北草原的 

活动。这种迁徙活动关系诸族部落的兴衰乃至存亡，对漠北草原及其周边地区的影响较大。 

公元前 3世纪末，居东胡与月氏两强之间的匈奴，东破东胡，西击月氏，南下征服河南地楼 

烦、白羊部落，控制漠南地区，而后进军漠北，征服浑庾、屈射、丁零、鬲昆、薪犁等部落，② 

在今鄂尔浑河流域置单于庭 (北庭)，与今大青山脉迤南的单于故庭 (南庭)⑧ 遥相呼应，控有 

大漠南北。继之，匈奴于公元前 177／176年大败居黄河以西、阿尔泰山以东地区的月氏，④使之 

西迁伊犁河、楚河流域，⑤匈奴一些部落随之迁入占领的地区。⑥公元前 2世纪末，匈奴在西汉 

的打击下被迫放弃漠南而北迁，从此由盛转衰。至 1世纪下半叶，漠北匈奴各种矛盾 日益激化， 

内乱迭起，势力削弱，又遭丁零、鲜卑及西域诸国和东汉的军事打击。最终，北匈奴单于与数骑 

逃亡，其部众或南下投附臣属于东汉的南匈奴，或西迁，⑦ 还有十多万余众，投附辽东鲜卑。⑧ 

与此同时，丁零和鲜卑诸部迅速占领北匈奴故地。 

此前，漠北匈奴经历了两次大分化。公元前 1世纪中叶匈奴分裂为以呼韩邪单于和郅支单于 

为首的两个敌对阵营。呼韩邪不抵郅支，率部众数万骑南下投附西汉，迁居漠南河套一阴山山脉 

一 带，后在西汉扶持下，实力渐盛，重返漠北。郅支单于则率众远徙康居国，后被汉西域都护甘 

延寿、副校尉陈汤所灭。公元 1世纪中叶，匈奴再度分裂，日逐王比率所部四五万人归附东汉， 

迁入西河、北地、朔方、五原、云中、定襄、雁门和代等沿边八郡，受到东汉保护，得以生息。 

北匈奴势力则 日趋衰微 ，最终溃散。两次分化直接动摇了匈奴对漠北的控制。尤其是 日逐王比附 

汉南迁，助汉击北匈奴，彻底摧毁了匈奴在漠北的势力。 

类似匈奴这种与兴衰过程相随的迁徙活动，还见于柔然、突厥、回鹘等部族、部落，诸族在 

抵御外敌，反抗压迫或保障自身生存、发展的需求中逐渐壮大，占据漠北草原腹地，兼并周邻诸 

部，在今杭爱山一鄂尔浑河流域设立可汗庭 ，并向西扩张，控有阿尔泰山以西包括天山以北准噶 

尔盆地和天山南麓绿洲城廓在内的广大地区，臻于鼎盛。而当诸族衰微时，往往在周边势力的打 

击下，被迫迁离漠北草原腹地，或南下，或西迁，从而退出漠北历史舞台。 

横向考察诸族部落兴衰则可知，草场纠纷、自然灾害、内讧、战争等因素皆可导致部落迁 

徙。例如，汉宣帝甘露二年 (前 52)呼韩邪单于率部众南迁，即是匈奴诸王储争立单于、相互 

厮杀、导致匈奴分裂的结果。曹魏建安二十四年至甘露元年 (219～256年)，拓跋鲜卑圣武帝诘 

汾长子匹孤率所部自漠南阴山远走河西，以及晋太康四年至十年 (283～289年)左右，慕容鲜 

① 参阅拙文 ：《汉唐时期中国北方游牧部族迁徙活动的方向和 目的地》，《欧亚学刊》第九辑，中华书局，2009 

年，第 22—30页。 

② 浑庾、屈射、薪犁三者的具体位置不详。鬲昆，一般认为在叶尼塞河上游；丁零在贝加尔湖以西及以南的色 

楞格河流域。 

③ 黄文弼：《前汉匈奴单于庭考》，林斡编：《匈奴史论文集》(1919～1979)，中华书局，1983年，第88～91页。 

④ 余太山：《匈奴的崛起》，《欧亚学刊》第五辑，中华书局，2005年，第5页。 

⑤ 余太山：《西域通史》，中州古籍出版社，1996年，第 46～49页。 

⑥ 如匈奴浑邪王、休屠王部落居于月氏故地今祁连山、河西走廊地带，东蒲类王居于今阿尔泰山南麓，巴里坤 

湖一带，而掌管西域的匈奴西边 日逐王先贤掸，驻牧于焉耆、危须、尉黎之间。 

⑦ 余大钧：《公元91年后居留新疆北部一带的北匈奴》，《中华文史论丛》，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第 151 
～ 168页。 

⑧ 段连勤：《丁零、高车与铁勒》，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89—9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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卑单于涉归长子吐谷浑率 1700户，自辽东迁至陇西袍罕西北地区，都与当时部落之间的牧场纠 

纷有关。① 隋文帝开皇元年 (581)东突厥部落因漠北旱灾而迁入漠南，则是 自然灾害直接导致 

部落迁徙的例证。史载，这年草原四季无雨雪， “川枯蝗暴，卉木烧尽，饥疫死亡，人畜相 

半。”②严重的灾疫使突厥部落在漠北难以维系生计，不得不迁人漠南寻觅水草、食物。 

由战争引发的部落迁徙比较频繁。例如，汉武帝元狩二年至四年 (前 121一前 119年)间， 

西汉军队相继对河南、河西和漠北匈奴发动战役，致使 “金城、河西并南山至盐泽空无匈奴”③。 

“是后匈奴远遁，而幕 (漠)南无王庭”④。4世纪末至 5世纪初，北魏多次出兵漠北，攻打敕 

勒，⑤并将归降者 “皆徙置漠南千里之地”⑥。公元 630年东突厥颉利可汗部众在以薛延陀为首的 

漠北铁勒诸部和唐朝的夹击下溃败，十余万人降唐，被安置在河南地。其余 “或走薛延陀，或 

入西域”⑦。公元 840年漠北回鹘汗国为黠戛斯攻破，部众溃散。其中，庞特勤所率十五部迁往 

西域，“残众人吐蕃、安西”⑧；乌介可汗率十三部南下迁居唐天德军和振武军北境。⑨上述所举， 

既有诸族部落因中原王朝的军事打击而迁离居地或被迫迁入中原北境的情况；也有因部族、部落 

之间的战争引发的各种迁徙；还有中原王朝联手漠北一些部族、部落打击宗主部落的战役导致的 

迁徙。可见，因战争而引发的迁徙繁多，相关例证，不胜枚举。 

此外，中原王朝出于防御或削弱漠北强族势力的目的，对一些部族、部落采取的招徕政策或 

离间手段，往往使这些部族、部落迁离原居地。例如，汉武帝元狩四年 (前 119)西汉将匈奴势 

力逐出漠南后，招抚活动于饶乐水 (今西拉木伦河)⑩ 流域的乌桓迁至上谷、渔阳、右北平、辽 

东、辽西五郡塞外即今老哈河流域、滦河上游以及大小凌河流域之地，为汉侦察匈奴动静，守御 

边疆。建武二十二年 (46)东汉光武帝以 “币帛赂乌桓”，致 “辽西乌桓大人郝旦等九百二十二 

人率众向化，诣阙朝贡”。此后，东汉封乌桓渠帅八十一人为侯王君长，“皆居塞内，布于缘边 

诸郡，令招来种人，给其衣食，遂为汉侦候，助击匈奴、鲜卑。”⑧ 于是，乌桓由塞外移居辽东 

属国、辽西、右北平、渔阳、广阳、上谷、代郡、雁门、太原、朔方等十郡塞内。可见，乌桓的 

两次南迁都与汉朝的招徕政策有关。隋开皇十七年 (597)驻守东突厥北方领地的突利可汗染干 

率部众南迁度斤旧镇，则是隋朝对敌手突厥实施 “远交近攻，离强和弱”政策的直接后果。 

需要说明的是，游牧部族、部落的迁徙活动尤其是对 自身及周边地区影响较大的迁徙，往往 

背景复杂，是多种因素交织产生作用的结果，而非某种单一因素所致。 

① 周伟洲：《西北民族史研究》(中州古籍出版社，1994年，第89—98页)认为，因畜牧经济的发展而产生的争 

夺牧场的斗争，往往是北方游牧民族迁徙的重要原因。匹孤迁徙之因大致与吐谷浑相同，与牧场纠纷有关。 

② 《隋书》卷八四 《北狄传》，中华书局，1973年，第 1867页。 

③ 《汉书》卷六一 《张骞李广利传》，中华书局，1962年，第2691页。 

④ 《汉书》卷九四上 《匈奴传》，第3770页。 

⑤ 周伟洲：《敕勒与柔然》，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 ，第 28页。 

⑥ 《魏书》卷一。三 《高车传》，第2309页。 

⑦ 《新唐书》卷二一五上 《突厥上》，中华书局，1975年，第6037页。 

⑧ 《新唐书》卷二一七下 《回鹘下》，第6131页。 

⑨ 阿合买提江 ·艾海提：《回鹘西迁路线新探》，《西北史地》1985年第3期。 

⑩ 王锺翰：《中国民族史》 (上册)，武汉大学出版社 ，2012年，第 277页。 

⑩ 《后汉书》卷九十 《乌桓传》，中华书局，1965年，第2981—298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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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魏书 ·序纪》所见拓跋鲜卑早期迁徙活动 

《魏书 ·序纪》(下文简称 《序纪》)追述了北魏道武帝以前的世系和大事，反映了拓跋鲜 

卑建立北魏王朝之前的主要活动。从中可见拓跋鲜卑由早期居地 “大鲜卑山”，“南迁大泽”，再 

迁 “匈奴之故地”，北徙 “长川”①，“迁于定襄之盛乐”②，及 “更南百里，于漫水之阳黄瓜堆筑 

新平城”⑧等在拓跋鲜卑发展历程具重要意义的迁徙活动。其中，迁入 “匈奴之故地”堪称拓跋 

鲜卑迁徙史上的里程碑。此前，拓跋部局促于漠北一隅；此后，它在代北滋生繁息百余年，没有 

远距离迁徙，④ 在与匈奴、乌桓、鲜卑慕容部、宇文部等部族、部落以及晋室的互动交往中，逐 

渐发展壮大，趁时崛起，结束 “五胡十六国”之纷乱局面，统一北方，建立魏国。因此，可将 

拓跋鲜卑入居匈奴故地之前的两次迁徙视为其早期迁徙活动。 

据 《序纪》，拓跋先世 “国有大鲜卑山，因以为号”⑤， “大鲜卑山”即今大兴安岭北段。⑥ 

宣帝时，率部众 “南迁大泽”。这是文献所见拓跋鲜卑的第一次迁徙。文载：“宣皇帝讳推寅立。 

南迁大泽，方千余里，厥土昏冥沮洳。谋更南徙，未行而崩。”⑦ 关于拓跋先人南迁所至 “大 

泽”，一般认为在今呼伦池一带。⑧ 至于拓跋先人为何南迁，史无明文。从相关记载知，宣帝先 

世成帝毛已是 “统国三十六，大姓九十九，威振远方”⑨。此所谓 “国”指部落，“大姓”指氏 

族。⑩对于毛时期拓跋鲜卑是否已发展至如此规模的部落社会 ，学术界或信或疑，但从早期拓跋 

部落所处环境及关于毛 “统国三十六，大姓九十九”的记载，以及宣帝时拓跋部南迁史实来看， 

部落的繁衍及寻求更为广阔和理想的生存空间，可能是促使拓跋鲜卑走出大兴安岭的主要原因。 

拓跋部落生活于群山林海的大兴安岭北段，这里属高纬度地带，秋冬气候奇寒，谋生不易。居森 

林中的拓跋先人主要以狩猎为生，经济活动有限。在毛时期，拓跋鲜卑即便未必真有三十六个部 

落和九十九个氏族，但也颇具规模。想必此时拓跋部已繁衍壮大，原来的生存空间和生产条件， 

渐已不能满足部落发展需求，因而，诸部落 自然朝着水草丰美、气候温暖的南方游猎迁徙。呼伦 

贝尔大草原紧连大兴安岭西南边缘，草地开阔，适宜以家畜为主的畜牧经济的发展。拓跋先人迁 

至此地，得以发展畜牧经济，其生计也由以往相对单一的游猎转向游牧、狩猎兼营的经济，⑩ 生 

① 《日藏弘仁本文馆词林》，中华书局，2001年，第275页 (颁布于太和十七年十月十八日的孝文帝迁都洛阳 

大赦诏日 “神元北徙，游止长川，岂异宜甫 ，至于岐下”)。 

② 《魏书》卷一 《序纪》，第3页。 

③ 《魏书》卷一 《序纪》，第 8页。 

④ 田余庆 ：《拓跋史探》，生活 ·读书 ·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 ，第 2页。 

⑤ 《魏书》卷一 《序纪》，第 1页。 

⑥ 马长寿：《乌桓与鲜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 223页。即今内蒙古呼伦贝尔盟鄂伦春旗阿里河 

镇嘎仙洞一带 (钱国旗：《拓跋鲜卑的南迁及其对鲜汉民族融合的影响》，《江苏社会科学》1995年第2期)。 

⑦ 《魏书》卷一 《序纪》，第2页。 

⑧ 宿白：《东北、内蒙古地区的鲜卑遗迹——鲜卑遗迹辑录之一》，《文物》1977年第 5期；田中华 ：《考古资 

料所反映的拓跋鲜卑迁徙》，《文博》1985年第3期；米文平：《拓跋鲜卑南迁大泽考》，氏著：《鲜卑史研 

究》，中州古籍出版社，1994年，第63—64页。 

⑨ 《魏书》卷一 《序纪》，第 1页。 

⑩ 参阅马长寿 《乌桓与鲜卑》，第223～224页。 

⑩ 乔梁，杨晶：《早期拓跋鲜卑遗存试析》，《内蒙古文物考古》2003年第 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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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来源更为丰富。通常认为这次迁徙发生于东汉初期，① 时值匈奴因连年旱蝗之灾，“赤地数千 

里，草木尽枯，人畜饥疫，死耗太半”②，国内纷扰，诸王储之间矛盾激化。公元 48年日逐王比 

因未能继立为单于，率部众数万人归附东汉，匈奴由此分裂为南北两部。漠北匈奴的分化及其势 

力的削弱，为拓跋鲜卑南迁呼伦池一带提供了契机。此后，北匈奴内部矛盾日益尖锐，部众四分 

五裂，纷纷南下降附东汉。北匈奴的衰微，使拓跋鲜卑看到了转迁更好地带的时机。但因宣帝崩 

逝，“更南徙”的计划搁浅。 

拓跋鲜卑再谋南迁，是在献帝邻时。史载： 

时有神人言于国日：“此土荒遐，未足以建都邑，宜复徙居”。帝时年衰老，乃以 

位授子。 

圣武皇帝讳诘汾。献帝命南移，山谷高深，九难八阻，于是欲止。有神兽，其形似 

马，其声类牛，先行导引，愿年乃出。始居匈奴之故地。 

拓跋鲜卑自宣帝时迁入呼伦池一带，至献帝时再度南迁，其间经历六世，其部落组织愈益壮 

大，除拓跋氏本部之外，还包括诸多别部。这可从南迁之前③献帝七分国人之举得知。《魏书 · 

官氏志》记载： 

至献帝时，七分国人，使诸兄弟各摄领之，乃分其氏。自后兼并他国，各有本部， 

部中别族，为内姓焉。献帝以兄为纥骨氏，后改为胡氏。次兄为普氏，后改为周氏。次 

兄为拓 (拔)拔氏，后改为长孙氏。弟为达奚氏，后改为奚氏。次弟为伊娄氏，后改 

为伊氏。次弟为丘敦氏，后改为丘氏。次弟为侯氏 (俟亥)，后改为亥氏。七族之兴， 

自此始也。 

上述七族，加上由献帝邻所统拓跋氏 (至魏孝文帝迁洛阳后，改为元氏)，形成 “鲜卑八国”，④ 

后邻又命叔父之胤为乙旃氏，疏属为车馄氏，形成帝室十姓。由此可见，降至献帝时，居呼伦池 
一 带的拓跋鲜卑已是包括漠北诸多他氏部落的 “国”了。献帝七分国人，以诸兄弟统领各部， 

旨在加强部落之间协同关系，担负起拓跋自宣帝时即 “更谋南迁”的使命。北魏 《奚智墓志》 

相关内容似有利于支持此说。其文日．v 

故征士奚君讳智，字洪筹者，恒州樊氏螂山浑人也。始与大魏同先，仆侩可汗之后裔， 

中古迁移，分领部众，遂因所居，改为达奚氏焉。逮皇业徒嵩，更新道制，敕姓奚氏。 

从上文知，拓跋鲜卑的壮大，及其所处 “昏冥沮洳”、“荒遐”而不适于进一步发展的生存环境， 

是宣帝率部众从大兴安岭迁至呼伦池一带后 “更谋南迁”，以及献帝邻命子诘汾 “南移”的原 

因。为寻找更适宜的生存空间而举众迁徙，意味着长途跋涉和在迁徙途中随时有可能遇到种种困 

难 (包括恶劣的自然条件和遭受其他部落袭击或与其他部落发生冲突)，这都需要诸部落团结一 

致，共同应对。因此，分领各部的酋长在迁徙中具有重要的地位和作用。在这关系拓跋鲜卑前途 

和命运的重大活动前夕，献帝任命兄弟摄领诸部，旨在保障迁徙途中诸部落步调一致、同心合 

力，共克难关，最终能安然落居新土。 

① 马长寿：《乌桓与鲜卑》，第226页。 

② 《后汉书》卷八九 《南匈奴列传》，第2942页。 

③ 曹永年：《早期拓跋鲜卑的社会状况和国家的建立》，《历史研究》1987年第5期。 

④ 马长寿：《乌桓与鲜卑》，第229页。 

⑤ 赵万里：《汉魏南北朝墓志集释》，科学出版社 ，1956年，第4册 ，图版2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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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书 ·序纪》在游牧部族迁徙问题研究中的价值——以汉唐时期为中心 

史载这次迁徙路途 “山谷高深，九难八阻”，拓跋部众历年而抵 “匈奴之故地”。可见拓跋 

鲜卑自呼伦池一带出发，不是由漠北草原径直南行，而是经大兴安岭，南下至西辽河流域，继而 

西迁至匈奴故地，① 过程颇为周折。拓跋鲜卑这种迂回的迁徙路线，当与漠北草原 自匈奴溃散后 

为丁零诸部盘踞，② 而对其由草原之路南迁形成阻隔的形势有关。一般认为这次迁徙发生在东汉 

晚期。③ 东汉 自桓、灵帝以来，宦官擅权，朝政腐败，黄巾起义，军阀割据混战，中原动荡不 

安，边陲不宁。拓跋诸部历经险阻，最终入居匈奴故地 (今阴山北麓)，④ 继而南下，抵五原、 

云中、定襄地区，⑤ 除与当时大漠南北局势有关 ，还与中原纷乱，朝廷无力经营边疆，北方部落 

竞相南下的大气候有关，即漠南地带诸如阴山一河套地区，依山带水，宜耕宜牧，近邻中原地 

区，便于和农耕社会互通有无，是游牧部落乐往而喜居之地。加之，阴山一河套地势险要，毗邻 

关中地区，是游牧部族、部落图谋发展必争之地。因此，诘汾率众迁至匈奴故地当非偶然。从南 

迁之前献帝邻的若干举措 (包括七分国人)来看，这当是一次有计划、有组织的迁徙。 

上述两次迁徙在拓跋鲜卑发展史上具划时代意义。由于迁徙策略多出自宣、献二帝，拓跋部 

人称之为 “推寅”。“推寅” 即鲜卑语 “钻研”之意。⑥ 正是在善于钻研的宣、献二帝指引下， 

拓跋鲜卑走出大兴安岭林区，来到漠北呼伦贝尔草原，又迁入毗邻中原农耕社会的阴山一河套地 

区，实现了自身发展的历史性飞跃。 

三、《魏书 ·序纪》对于北方游牧部族、部落迁徙问题研究的价值 

《魏书 ·序纪》是公元4世纪以前北方草原部族借助邻族文字而留下来的第一部相对完整的 

口述记录，⑦即它以 《代记》为蓝本，《代记》源自拓跋史诗 《真人代歌》 (下文简称 《代歌》)， 

而 《代歌》素材来源于拓跋部民的El耳传闻。北魏开国伊始 (天兴初)，史部郎邓渊把这些长期 

积累的素材裁剪整理，配以适合的乐声，提升为史诗般的 《代歌》。继而，邓渊奉诏撰修国记。 

① 倪润安：《拓跋南迁匈奴故地研究述评》，《东北史论》2012年第1期。 

② 段连勤：《丁零、高车与铁勒》，第 100页。 

③ 关于拓跋鲜卑第二次南迁时间，除个别学者主张东汉早、中期 (曹熙：《早期鲜卑史初探》，《齐齐哈尔师范 

学院学报》1985年第1期；陈可畏：《拓跋鲜卑南迁大泽考》，《黑龙江民族丛刊》1989年第4期)和曹魏 

时期 (姚大力：《论拓跋鲜卑部的早期历史——读 <魏书 ·序纪)》，《复旦学报》2005年第2期)之说外， 

多数学者认为在东汉晚期。至于东汉晚期的具体时间段，学者意见分歧如下：一、桓帝时期。曹永年 (《拓 

跋鲜卑南迁匈奴故地时间和契机考》，《内蒙古社会科学》1987年第4期)、米文平 (《拓跋鲜卑的两次南迁 

考实》，氏著 《鲜卑史研究》，第62页)持此说。二、桓、灵之际。陈启汉 (《论拓跋鲜卑南迁及其氏族制 

度解体》，《广东社会科学》1985年第 1期)、林斡 (《东胡史》，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82—83 

页)、杜士铎 (《北魏史》，山西高校联合出版社，1992年，第50页)主张这一观点。三、灵、献之际。马 

长寿 (《乌桓与鲜卑》，第227页)、安介生 (《试论拓跋鲜卑的早期迁徙问题》，《原学》第二辑，第88～89 

页)倾向此说。四、献帝时期。田余庆 (《拓跋史探》，第24页)、杨军 (《拓跋鲜卑早期历史辨误》，《史 

学集刊》2006年第4期)持此观点。 

④ 曹永年：《拓跋鲜卑南迁匈奴故地时间和契机考》，《内蒙古社会科学》 1987年第 4期；魏坚：《内蒙古地区 

鲜卑墓葬的发现与研究》，“前言”，科学出版社，2004年，第4页。 

⑤ 田余庆：《拓跋史探》，第147、208页。 

⑥ 《魏书》卷一 《序纪》(第2页)：“其迁徙策略，多出宣、献二帝，故人并号日 ‘推寅’，盖俗云 ‘钻研’之义。” 

⑦ 楼劲：《探讨拓跋鲜卑早期历史的基本线索——田余庆先生 (拓跋史探)一书读后》，《中国史研究》2005 

第 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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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留于 《代歌》中以 “祖宗开基”、“君臣废兴”诸事为主的内容便成为他撰修 《代记》的资料 

来源。《代歌》中有关拓跋祖先的史实，经过邓渊记录整理，加上他记注的道武帝事迹，共同构 

成邓渊 《代记》，后来就基本包含在由崔浩总揽的国史之中。崔浩国史除崔浩之狱已毁的一部分 

以外，余有三十卷之多，成为 《魏书 ·序纪》的来源。《序纪》虽然简略，但准确度高，可信性 

大，迄今仍为研究拓跋先人历史的惟一重要资料。①因之，《序纪》所反映的拓跋鲜卑早期迁徙 

活动，对于探讨北方游牧部族、部落迁徙问题具有重要价值。 

首先，它为我们了解汉唐时期其他游牧部族、部落早期迁徙活动提供了典型例案。如上文所 

述，囿于资料，对匈奴、柔然、突厥、回鹘等部族、部落迁徙活动的考察，局限于诸族兴衰时 

期，而对其早期阶段的活动，几无所知。所幸，《序纪》相对完好地保留了有关拓跋鲜卑早期活 

动的记载，使后人通过了解拓跋鲜卑早期迁徙活动，探讨汉唐时期诸族部落早期迁徙活动问题， 

进而了解其迁徙活动一般特点的尝试成为可能。 

从上述拓跋鲜卑早期迁徙活动不难看出，当部落繁衍壮大，实力渐增，原居地不能满足其发 

展需求时，它往往会朝着有利于自身发展的地域迁徙，以寻求理想的生存空间。迁徙并非散漫无 

际地漂游，而是有计划、有组织并且有风险的征旅。它往往受周边环境和周邻势力的影响，即某 

一 地区资源 (包括牧民赖以生存的山地、水草资源，以及牧业经济所缺乏的农业必需品等)丰 

富与否，以及邻近部落实力的强弱，都会对迁徙的方向、路线乃至迁徙成功与否产生影响。 

其次，它为我们认识游牧社会纷繁复杂的迁徙活动，提供了不可多得的范例。上文所举游牧 

社会种种迁徙现象，多为天灾人祸等外力诱发。拓跋鲜卑早期迁徙活动则展现了部族、部落另一 

类的迁徙，即因自身发展壮大而自主寻求理想生存空间的活动。它同时说明，迁徙不仅仅是在被 

动情况下求取生存的一种应对举措，还是主动谋取发展的一种策略；迁徙不都是在一漫平坦的草 

原上进行，还有在深山密林中的艰难跋涉；迁徙成功与否，不仅与部落自身有关，还与周边势力 

相系。突厥先祖阿史那氏因人丁孳生，部落繁衍，迁出所居高昌西北之山洞后，为称霸漠北、西 

域的柔然役使而被迫迁往金山南麓锻铁的实史，②从另一方面说明了这一点。 

总之，《序纪》所反映的拓跋鲜卑早期迁徙活动，为我们探讨汉唐时期北方诸游牧部族、部 

落早期迁徙活动问题提供了一把钥匙，对宋辽金元乃至明清时期北方诸游牧部族、部落早期迁徙 

活动问题的研究亦当具重要启示意义。以往学术界对 《序纪》价值问题的探讨，多侧重从拓跋 

部早期历史及拓跋部由部落向国家发展过程和北魏史学史研究的角度进行阐发，对其在北方游牧 

部族、部落迁徙问题研究中的重要性似留意不够。本人不揣浅陋，在前人研究基础上，就此问题 

略呈管见，不当之处，敬请学界同仁批评指正。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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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田余庆：《(代歌)、<代记)和北魏国史》，《拓跋史探》，第217～243页。 

② 《周书》卷五O 《突厥传》，中华书局，1971年，第90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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